
隐忍、认同与时间性
———在法华人移民劳工的劳务市场与劳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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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法国对工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和结社支持都非常健全，而身处群内
劳务市场的华人移民尽管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却并未寻求法律或者结社力量
的帮助，而是对这种剥削持一种隐忍的态度。 本研究以巴黎的华人移民劳工
为例，探寻影响其抗争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进而讨论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劳
动控制问题。 本文先对剥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然后指出造成该选择偏好的
两种解释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移民工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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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随着参战国家的重建，欧洲各国迎来了战后经济快速发

展的时期。 在法国，１９４５ － １９７３ 年这段时期被称作“光荣三十年”（ ｌｅｓ
ｔｒｅｎｔｅ ｇｌｏｒｉｅｕｓｅｓ）。 随着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与法

国本土劳动人口匮乏这一矛盾日益激化，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法国

开始从前殖民地，特别是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特指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和突尼斯三国）大量输入外来劳动力，这一群体被后来研究移民的

专家称为“候鸟移民” （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Ｐｉｏｒｅ， １９７９）、“客籍劳工”
（ｇｕｅ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Ｃａｓｔｌｅｓ， ２００６） 或 “移民劳工”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 ｉｍｍｉｇｒé） （Ｃａｓｔｌｅｓ ＆ Ｋｏｓａｃｋ， １９７３； Ｇｒａｎｏｔｉｅｒ， １９７０）。

这些外籍劳工的迁入本来被认为是暂时性的，法国政府原本的设

想是在不再需要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时候，随时可以取消合同并把他们

遣返回原籍国。 然而，让法国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很多外来劳动力并没

有在工作结束之后返回原籍国，而是在法国安顿了下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法国政府开始关闭边境，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与此同时，出于人道

主义的考虑，法国政府于 １９７６ 年出台了 “家庭团聚” （ ｒｅｇｒｏｕｐｍ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政策，为独居的外劳移民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接到法国团聚

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① 而这一“扎根”，使得这些外来劳动力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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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关于移民的各种政策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充满了各种矛盾，政策之间经常因所依循的

理念、逻辑和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分歧。 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移民政策和社会保障政

策，前者以经济为考量，并在政治层面强调国家的主权，后者则强调普遍主义的人权。



不再是一个临时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外来劳动力成为了事实上的

移民。 他们在与法国社会的日常互动中，由于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

式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存在差异，在“融入”法国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

种种问题，如遭遇种族不平等、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等，①这也就构成

了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法国移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法国的移民工人起初大多在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大型工厂

中，与本地工人肩并肩地工作 （ Ｇｒａｎｏｔｉｅｒ， １９７０； Ｃａｓｔｌｅｓ ＆ Ｋｏｓａｃｋ，
１９７３）。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移民工人逐渐从大工

厂的流水线分散到各经济领域，并在某些特定领域取代了本地工人。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他们集中的就业领域多是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

底层劳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３Ｄ”工作（Ｄｉｒｔ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即
脏、累、险）；第二，随着产业工人分散到各中小型企业中，动员模式发

生转向，从原来的基于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动员逐渐转向基于行业的动

员（Ｍｉｌｋｍａｎ， ２００６）。 不过，移民工人的身份使得这类动员不得不面临

“认同的碎片化”这一挑战。 同时，伴随着工人阶级福利待遇的改善，
以及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各类社会运动的体制化和常规化，法国工人

运动面临日益凋敝的境况。
因此，随着法国老工人阶级的逐渐衰落以及劳工群体中外来劳动

力的增长，法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便将眼光转向了这些新出现的移民

工人群体。 自 ２０ 个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他们就在不停追问：同时具有移

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移民劳工，能否构成一个新的劳工阶层？ 在何种

情况下他们能采取集体性的行动，进而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Ｔｒｉｐｉｅｒ， １９９０）？ 随着抵达法国的中国移民日益增多，华人移民逐渐

构成法国移民大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与作为移入国的法国社会产

生了越来越多的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向华

人移民劳工群体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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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卷帙浩繁，此处不再赘述。



法国华人的构成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东南亚华裔、温州地

区的中国移民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主要是福建、东北三省以

及北方若干省份）的移民。② 这个分类系统虽然笼统，但是有其合理

性，它同时结合了移民潮发生的时间、移民的原籍地以及移民类型。 移

民潮中最早的是东南亚华裔，他们大多是在 ７０ 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各国

的排华暴动中以政治难民的身份逃离故土来到法国的。 来自温州地区

的大规模移民潮则是从 ８０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并一直持续至

今，但近十年来趋势明显放缓。 温州移民是出于经济原因的家庭移民，
其特点是家庭、工作和生活主要都是在法国而非中国展开。 而 ２０００ 年

以后到达法国的移民潮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东北，他们中的许多人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在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

革中，短短几年就经历了自己小家庭的社会阶级骤降（ｄéｃｌａｓｓｅｍｅｎｔ），
是经济改革中的牺牲者。 他们希冀通过国际移民来改善在移出国无法

改变的命运。 近二三十年以来，虽然不断有中国人加入到移民劳工的

大潮中，然而，在关于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在移入国的政治参与，如参

加工会、 罢 工 运 动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中 （ Ｂａｒｒ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Ｋａｈｍａｎｎ， ２０１５； Ｔａｐｉａ ＆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１３），鲜有华人移民劳工的身影。
即便参加了罢工，他们的罢工模式也与“工会所期待的不符” （Ｊｏｕｎｉｎ，
２０１４）。 这一群体的“不在场” （ａｂｓｅｎｃｅ）或者“不符”使得下面这一悖

论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与本地劳工相比，华人移民劳工的劳动条件

和工资待遇是非常糟糕的，法国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极度的剥削”或

“新形式的奴隶制” （Ｇａｏ ＆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另一方面，在法

国，移民劳工与本国劳工一样，其权利受劳动法保护，并享受自由结社、
组织罢工等相应的政治权利。 此外，法国工会发展得非常成熟，构成了

一股足以与国家权力和资本力量讨价还价的政治力量。 因此，包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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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国学界习惯上把所有从本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迁移而来的人都称为移民，华人留学生

或者派遣人员都被认为是华人移民的组成部分。 本文中的“华人移民”一词则取其狭

义，即较成规模的、出于政治或者经济目的而迁移到法国的华人移民群体，以劳工为主。
在这个分类体系中，２０００ 年以后在法国大规模出现的福建移民的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被

概括。 从时间上来看，福建移民属于新近出现的移民。 然而从移民模式来看，福建移民

可分为两类：一部分福建移民视法国为“中转国”（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其移民的目的地是英

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而这一现象在其他华人移民群体中是看不到的；另一部分福建移

民已在“中转国”安顿下来，并在法国成家立业或者把留在国内的妻儿通过“家庭团聚”
接到法国，成为与温州移民相似的“家庭移民”。



有获得工作许可的无证移民劳工①在内的劳工群体在遇到利益受到侵

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借助工会和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说国内的农民工是因为“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受到限制而力

量微弱，从而影响了其组织化程度（刘建洲，２０１１），那么跨国流动到法国的

中国移民工人则不再受到这些限制，甚至处于一种“结社力量”和“结构力

量”都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情境之中。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其合法权利受到

侵害时，华人移民劳工仍然很少加入工会或者参加集体性的公开抗争。 他

们更倾向于采取个体层面的、隐性的、“弱者的武器”式（Ｓｃｏｔｔ， １９８５）的抗

争，而非集体层面的、公开的、对抗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这种行动偏好呢？
本研究以巴黎及其附近郊区的华人劳工为例，探寻影响他们的抗

争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从而在国际移民的背景下讨论劳动控制问题，
并以此为基础，初探全球化语境下华人移民劳工主体性形成的问题。

二、田野进入与方法

笔者是在位于巴黎东部郊区（以下简称 Ｂ 市）的一个移民街区（以
下简称为 Ｇ 街区）里进行调查研究的。 起初，田野的进入并不十分顺

利。 首先，Ｇ 街区虽然华人移民众多，但并不存在一个扮演“守门人”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角色的人（Ｗｈｙｔｅ， １９５６）；另外，虽同为中国人，笔者仍然

因为语言、地域、文化和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而被认为是外人，是
“他者”而不被信任。

为了建立信任关系，在进行正式访谈之前，笔者长期有规律地出现

在 Ｇ 街区并提供无偿的翻译服务，让当地居民习惯笔者的存在，同时

进行参与式观察。 在长达六个多月的“在场”之后，笔者终于在 Ｇ 街区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Ｂｅａｕｄ ＆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０）。② 因此，该调查同时结

合了参与式观察、非正式的聊天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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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非法移民作为劳工的权利，一些工会组织进行了很清晰的解释和宣传（部分宣传材

料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ｔ － ｆ􀆰 ｏｒｇ ／ ｓａｍ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４ｐａｇｅｓ＿ｓａｎｓ － Ｐａｐｉｅｒｓｃｏｕｌ􀆰 ｐｄｆ），但是仍有

很多非法移民对自己的合法权利完全不知情。
“位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一词有其方法论意义，强调的是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所处的位置的关系

性：这个“位置”不是研究者给自己赋予的，也不完全是由被访者赋予的，而是一个双方

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商谈”出来的给外来者的社会角色。



文章分析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和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对

Ｇ 街区的田野调查。
Ｂ 市紧邻巴黎的东边，因地理位置便利而成为移民聚居的区域，Ｇ

街区则是七个街区中最小的一个。 在该街区居住的移民占全部居民的

５４％ ，远超其所在的塞纳 － 圣丹尼省（ Ｓｅｉｎｅ⁃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ｉｓ）的平均水平

（２６％ ）；①其中，亚洲移民占了近一半，为 Ｇ 街区全部居民的 ２５％ ，来
自中国大陆者占了很大的比重。② 笔者研究的主要是新移民，也就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来到法国的移民，他们中有的人仍然没有合法的居留，处
于非法移民的状态；有的则已经合法化，拿到了合法的居留证件。

这些新移民中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最多，其次是来自福建福清地

区的，另外还有不少来自天津、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 新移民在年龄

分布和性别比例上也不同，一般而言，温州籍的新移民主要以青壮年为

主，年龄多在 ３０ － ４０ 岁，多以家庭的形式在法国生活，因此性别比例比

较均衡；北方各省的移民年龄段偏大，集中在４０ － ６０ 岁，大多数人独自

生活，配偶和孩子留在国内生活，偶尔也有一些夫妻双方都在法国；福
建移民的情况比较复杂，一部分是独自在法国打工的中年男性，年龄在

４０ － ６０ 岁，另一部分则是以家庭的形式在法国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
年龄多集中在 ２０ － ３５ 岁。

从教育水平来看，大多数新移民只接受过初中等教育，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华人劳工移民则比较少见。 熟练掌握法语的人非常少，语言成

为大多数华人劳工移民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也是造成很多华人劳

工倾向于在本族群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内找工作的一个限制性因素。
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别来看，Ｇ 街区的大多数居民都属于

低收入社会阶层。 华人居民也不例外，除了少数已经成立公司当了老

板以外，大多数都还在“给别人打工”，并集中在制衣、装修和餐饮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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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统计数据来自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ＩＮＳＥＥ）。 全国人口普查由此官方机构负责。
根据内部资料《社会诊断报告》，“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沿海的浙江省温州市”。 这份

报告是 ２００８ 年为了对该街区进行都市改造而提交的一份社会诊断书。 报告采用社会调

查的方法，而且为了方便与亚洲家庭的交流还雇佣了中文翻译，因此数据比较可信。 但

是考虑到此次调查已过去十余年，再加上普遍存在于华人住房中的“搭铺”现象（一种分

租的居住形式，详见 Ｄｕ， ２０１４），实际居住在 Ｇ 街区的华人居民比例应该更高，笔者根据

信箱上的姓名数目粗略估计其比例占 １ ／ ３ － １ ／ ２。



业，工资水平一般就是法定最低工资①或者略高。
研究方法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以外，笔者还

从法国最大的华人论坛“华人街”②上收集了大量华人移民网友对工作

和剥削的看法和争论，并对其进行话语分析，作为本文分析的补充性材

料。 笔者参考多种渠道的信息，排除了网络水军的可能。 网上言论的

分析对于本项研究具有特定的方法论意义。 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

于受种种复杂和限制性的因素影响，被访者通常并不会在工作这个话

题上深入讨论，即使有访谈者的刻意引导和询问，他们也经常不觉得自

己有公开发言的必要；而在网络所营造的匿名和平等的环境中，一旦出

现争议性的话题，他们参与讨论和发言的积极性就被极大地调动了起

来，会出现一种依托于网络的“集体讨论”的形式。 这不仅有利于研究

者深入分析华人移民的证成 （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

（Ｂｏｌｔａｎｓｋｉ ＆ Ｔｈéｖｅｎｏｔ， １９９１），还能帮助研究者调整、修改访谈和调查

的方向。 另一方面，依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较完善的社会科学研究不

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类关系中的一端，而应该把这关系中的双方甚至三

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想要研究剥削与抗

争，笔者就不能仅满足于对劳工阶层的调查研究。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
本研究所调查的街区，笔者通常接触的更多是劳工阶层，只有少数被访

者是雇主阶层；而在网络论坛里经常有很多“老板”会参与讨论，③这就

使争辩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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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国实行最低工资制，简称 ＳＭＩＣ，每年的 １ 月 １ 日会根据前一年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重

新进行调整。 ２０１７ 年的最低工资（毛）是 ９􀆰 ７６ 欧元 ／ 小时，按照每周 ３５ 小时的法定工作

时间计算，每个月的毛工资是 １４８０ 欧元，净工资是 １１５３ 欧元。 笔者采访的华人移民的

月工资大多在 １１００ － １２００ 欧元之间。
该论坛面对的主要用户群体为在欧洲的华人，其中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华人群

体最为活跃（ｈｔｔｐ： ／ ／ ｆａｇｕｏ􀆰 ｈｕａｒｅｎｊｉｅ􀆰 ｃｏｍ ／ ）。
当然，以网络上的争论为研究对象存在方法论上的风险。 比如，如何证明以老板立场发

言的网民在现实生活中就真的是老板，也就是如何核实其社会身份？ 笔者认为可以排除

网络水军的理由有以下几点：（１）法国华人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等无法支撑起一个专门的

网络水军的市场，这一需求无法市场化。 （２）笔者在论坛上进行网络搜集时也参考了多

种渠道的信息，比如论坛的每个用户号背后有个人空间，点击过去可以查看对方的活动、
日记和照片等，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用户都不是当时注册的，很多用户还能看到活动痕

迹，比如有别的发帖记录，还有日记、照片等等；另外，那些用户回复的内容重复性很少，
而且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主帖或者某一楼的回复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从内容上

也可以排除网络水军的可能。 （３）笔者看完所有回帖后总结出几种讨论的方向，在此，
笔者无意讨论何种意见是具有主导性的，而是关注这几种意见背后的不同的价值逻辑，
即网民们是如何证成他们的意见的。



三、华人劳动市场及其特点

（一）群内劳动市场

传统上，华人移民劳工一般集中在三大经济领域，俗称“三把刀”，
即菜刀、剪刀和皮刀，分别对应着餐饮业、制衣业和皮具业。 然而近十

余年来，这些传统上的族群经济领域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一些变化：一
方面，餐饮业在多样化的同时仍然是最重要的族群经济之一，继续接

收、吸纳和雇佣很大一部分华人移民；而制衣业受法国经济危机和华人

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影响，能够为华人移民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

少；皮具业则几乎不复存在。 新的经济领域也逐渐形成，装修行业现在

已经成为吸纳华人劳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① 除此之外，华人所从

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说移民之前大多集中在

对学历、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行业，那么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华人

移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就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各

领域，覆盖了从专业技能很高的职业（如律师、会计等）到专业技能很

低甚至无要求的职业（如住家保姆、餐馆洗碗工等）。 在这多元化的华

人移民群体之中，笔者最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劳工群体，不论

他们是否具有合法的身份。
为同族群的老板工作的情况在华人劳工中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

一种自成一体的 “群内劳务市场” （王春光，２０００；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０； Ｍａ
Ｍｕｎｇ， ２００５）：华人雇工、华人雇主，再加上一套不同于正式劳务市场

的既有秩序。 并非每一个移民群体都形成了群内劳务市场，华人群内

市场之所以能够形成，笔者认为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与其他族群的移民相比，华人移民中“手工业者、商人和老

板”的比例很高（１３％ ），②远高于其他移民群体（该职业类别在塞内加

尔移民中是 ５％ ，马里移民中为 ３％ ，而阿尔及利亚人中也只有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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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装修行业主要由两大经济活动构成：一类是室内装修，包括对商铺进行内部改造，也包括

对居住空间进行维修和改造；另一类是提供室内装修所需的材料。 由于在建材这块进行

经营活动的华商人数众多，他们于 ２０１０ 年在巴黎近郊的 ９３ 省（即本文田野所在的 Ｓｅｉｎｅ⁃
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ｉｓ 省）成立了一个协会，即“法华建筑业联合会”。
参见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ＩＮＳＥＥ）２００６ 年的统计数据。 在法华人从事手工业、商
人和老板的比例仅次于巴西人（１７％ ）和土耳其人（１５％ ），也高于移民平均值（１０％ ）。



这就意味着他们能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为群内劳务市场的形成提供

了最根本的市场条件。
其次，华人劳工自身的条件难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的

制度性安排。 法国有一套移民法来管理和规范外国移民，严厉打击雇

佣非法移民的企业；①此外，法国正规的劳务市场也通过对学历、语言

能力、职业技能认证等的要求而将移民劳工排斥在外。 大多数移民劳

工教育水平不高，缺乏专业训练，同时还面临语言障碍和身份问题（是
否合法移民）。 他们因为自身资源有限，在主流市场找到工作的机会

很少，只能转向族群网络寻求信息资源和工作机会。

（二）找工作与途径偏好

在法的华人移民找工作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关系，也即个人

的社会关系；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来获得所需信息。 相对于互联

网，中国移民更倾向于使用个人关系网来找工作；而这一点无论是对老

板还是对工人来说都同样适用。 除非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或者工人，华人移民才会转而求助于互联网构建的信息平台。 在

本文的受访对象中，很多人都是通过个人关系网找到工作或者工人的。
李先生开了一家店，需要工人，正好邻居陈女士最近刚辞了工，李

先生就问她要不要过去工作。
小川曾经在 Ｇ 街区的一家华人装修公司工作过。 之前，她跟老板

娘在社区活动中心见过几面，后来当这家公司需要一名秘书的时候，就
直接联系了她。 这家装修公司的工人几乎都是老板的福建老乡。

Ｇ 街区的一名居民开了自己的餐馆，餐馆的大厨是邻居的弟弟。
叶女士的丈夫在法国外省开自助餐馆，服务员是叶女士的侄子。
从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所谓的关系网就是由

血缘（如叶女士的侄子）、地缘（原籍地的老乡或者现居地的邻居）和业

缘（以前的同事）等织就的或强或弱的连结。 格兰诺维特在“找工作”
的研究中关注究竟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能够更有效地为个人提供工作

的资源，也就是某特定结构能为个人提供何种可能性（格兰诺维特，
２００７ ／ １９８５）。 在此，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即以有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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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法国的法律，雇佣非法移民劳工的企业主将面临 ５ 年的监禁以及每雇佣 １ 名非法劳

工 １５０００ 欧元的罚款（《劳动法》第 ８２５６ 条第 ２ 款）。



能动性的移民主体的视角为分析的出发点，去探究他们更偏好通过强

关系还是弱关系来找工作。
基于 Ｇ 街区居民的访谈表明，华人移民会尽量避免通过自致性的

强关系找到的工作。 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但是这种紧密关系并不

适用于劳动场所。 “如果你要来我店里学可以，但是事先都会说好，学
完了去别的地方做……如果你是老板，你看到朋友站在那里，想说他都

不好意思说；如果你是工人，你想的是，老板怎么就只看到我们不忙的

时候，我们忙的时候也累得要死，但也不好开口说……最后连朋友都没

得做了”（２０１４１０１５，陈女士访谈记录）。
这种偏好反过来揭示了劳资关系中蕴含着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劳

动场所中的权力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好，是因为双方一旦进入

劳动场所，就会围绕老板—工人这对身份产生诸多问题；而自致性强关

系带来的情感连结就使得双方很难继续按照原有的“隐藏的文本”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来处理劳动场所中的劳资关系和支配关系（Ｓｃｏｔｔ，
１９９０）。 碍于面子，双方的不满无法得到及时宣泄和沟通，反而让误会

和矛盾愈积愈深，最终导致自致性关系的断裂。

（三）非正式性与不稳定性：华人劳动市场的两大特征

纵观中国移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我们能发现这个族群经济领域

具有两大特征：非正式性和不稳定性。 当然，这两大特征并不是中国劳

工群体所特有的，整个法国的劳动市场都呈现非正式化和不稳定化的

趋势；只不过在移民聚集的族群市场里这些特征更加公开明显，甚至已

经固化成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某些不言而明的潜规则。 在华人内部劳

务市场中，绝大多数华人企业都属于中小型的家庭企业；一方面，雇主

经常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劳动之中，另一方面，工人数量少而分散，因此

雇主与工人的关系比较直接，而工人之间的联系则相当松散，很难形成

对自身利益的共同诉求，进一步的一致行动就更难达成了。 这就为雇

主更好地管理华人移民劳工提供了有利的制度设置。
非正式性指的是中国移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或多或少都具有非正

式的性质，要么不被法国的正式经济部门所承认或者纳入治理的范畴

（比如在家制作食物并通过网络销售，或者在大街上贩售货物等），要
么就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或者干脆就是违法的（比如有工作却没有向

国家相关部门申报并缴纳相应的社会分摊金，或者逃税等）；而这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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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合法移民的经济行为的非正式部分，也包括非正式移民的绝大多数

的经济行为。
在经历了漫长的“黑着”（黎相宜、周敏，２０１４）的阶段之后，移民劳

工即便顺利合法化，①也很难摆脱这种非正式性。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

因很复杂，简而言之，处于绝对劣势的移民劳工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

迫接受这种强加其身的非正式性的。 华人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等方

面已经有不少研究讨论过了（Ｇａｏ ＆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Ａｕｇｕｉｎ，
２０１０）。 除此之外，华人劳工的社会权益也经常被损害。 按照法国的

劳动法，雇主在工人正式入职之前，必须准备好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
劳资双方签字生效，工人的权益受劳动合同保护；然而调查到的实际情

况是经常有工人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没有合同。 比如 Ｇ 街区的

居民欧女士，２０１４ 年初刚拿到居留，就在附近一家成衣工厂工作，同一

间工厂里还有多名中国女工。 她多次向老板索要工作合同，都被老板

以各种原因拖着不给；工作了五个多月之后，她一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

作合同，工资单也没有一直按时出具。
劳动合同尚且如此，其他的证明文件就更不用提了。 比如，法国

《劳动法》规定，在合同结束的时候，雇主必须提供一套证明书，这与工

人的若干社会权益（特别是失业保障金）紧密相关；然而，很少有中国

移民劳工能在劳动合同结束时拿到这套文件。 一方面，移民劳工不太

了解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老板是不会出具合同结束证明书

之类的文件的。 因此，在丢掉工作后他们很少会去就业中心 （ Ｐôｌｅ
ｄ􀆳ｅｍｐｌｏｉ）或者家庭补助中心（Ｃａｆ）等社会保障机构申请相应的社会保

障金，而是选择接受现状，即刻重新投入劳务市场。
另一个特征是不稳定性（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它指的是作为经济行为

主体的劳动者的权益，主要包括在职状态和工资待遇没有长期的保障，
处于变化、波动或者难以预期的状态，很容易受经济形势和雇主意愿的

变化的影响。 工作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工人的社会经济状态，使得

工人长期处于脆弱的、易被损害的社会处境。 比如，Ｇ 街区的贾女士和

丈夫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取得合法身份，一年之后，她换了一份工作，不再在成

衣工厂里车衣服而是在餐馆里工作了。 而她做装修的丈夫则每两三个

月换一家公司，“做装修的都这样，没有活儿了就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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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合法化具体是指拿到居留，取得合法的身份，获得工作许可。



以中小型家庭企业模式为主的华人族群经济完全就是一个以用工

的高度弹性和做工的不稳定性为特征的经济市场。 不稳定性首先表现

在工人的高度流动上，老板可以随意解雇工人。 在装修行业，工人的就

业尤其不稳定，流动性非常大，而这主要是源于装修的行业性质———项

目型，也就是说老板是根据手头项目的有无和多寡来雇佣所需的劳动

力的，工人的就业和收入完全没有长期保障。 然而这一做法是违背劳

动法的。 雇员没有重大失误的话，雇主不能够随意解雇工人。 为了规

避这一法律，华人雇主通常让工人自己辞职，而不是由自己来解雇工

人。 而工人通常会配合雇主的这类要求，认为他们也可以“随意”做工

或者不做，从而沉浸于一种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较强控制权的幻象之

中。 实际上，按照劳动法，作为雇员的工人本来就有辞职的权利，只要

按照规定时间提前通知雇主即可；而雇主则没有随意解雇的权利。 因

此，承受这种高度弹性用工代价的群体正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工人。
此外，不稳定性也可从华人劳工的工作待遇中窥见一斑。 即使签

订了劳动合同，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纸文书，具体的工作内容及相关

工资待遇都得由劳资双方当面协商，达成口头上的协议。 这也是移民

劳工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关系网里找工作的原因。 人际关系可以对老板

同时构成实际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约束，以降低违反真正的合同即口头

协议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造成移民劳工群体职业生活不稳定的原因

很复杂，而非正式性就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责权清晰的工作合同的

缺失以及口头协议的存在，都使得劳工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根本无

法对雇主的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有合法身份的工人尚且如此，没有合法身份的无证劳工的工作境

遇就更不用说了。 不稳定的生活和经常性的失业对他们而言是不得不

接受的“常态”。 他们构成了一批随叫随到的劳动后备军，在企业缺人

手的时候就补上，不缺的时候就没有工作。 Ｇ 街区的前居民涂先生就

备受不稳定的工作的折磨，他从事装修工作，没有合法的居留。 从

２０１３ 年四五月份开始，工作就一直断断续续的，他抱怨道：“这个月到

现在（月中时候）才做了四五天”。 因为特别发愁工作的事情，他心情

一直不好，到九月份的时候决定回国。
因此，我们要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有着一套完善的劳

动保护法律和各种制度安排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政治机制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８０），另一方面则是以非正式性和不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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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特征而存在的群内劳动市场，以及看起来“同意” （布若威，
２００８ ／ １９７９）的中国移民劳工？ 在这种结构条件下，华人的劳资关系模

式是如何可能的？ 在下文中，笔者将依托“道义经济”的理论（斯科特，
２００１ ／ １９７６）以及“关系霸权”（Ｓｈｅｎ， ２００８）的概念工具，结合法国的具

体情境，对华人移民劳工群体关于“做工”和“剥削”的主体性认知进行

社会人类学的分析。 同时，笔者想要揭示出“时间性”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é）的
维度对于维持这一劳动控制模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剥削的类型学

我们已经从上文了解了在法华人移民劳工的工作条件以及整个华

人族群经济的特性，那么处于如此不利情况下的华人移民劳工为什么

不通过参加工会或者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善自己的处境呢？
为了更好地理解华人移民劳工的抗争模式，就需要更细致地分析

剥削。 实际上，剥削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 根据剥削的

程度，笔者将剥削分成两大类型：“慢性剥削”和“急性剥削”。 “慢性剥

削”指的是盛行于族群内劳动市场的潜规则，包括劳动时间长、工资收

入低、合同只停留在纸面上、假期少以及工作环境差等形式。 与之相

对，“急性剥削”指的是资本的作为突破了底线，从潜规则进入了无规

则，主要表现为欠薪（亓昕，２０１１）。 虽然“慢性剥削”持续地对劳工的

生活和经济条件造成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常规的剥削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８５）却很少引起华人劳工们的公开的抵抗。
黄女士的工资待遇及其主观反应在华人移民工人中颇具代表性。

２０１２ 年黄女士拿到了合法的居留。 此前，她在家加工服装，二十几平

米的房间里放了四五台机器。 拿到居留以后，她在一家制衣工厂里找

到正式的工作，老板是法籍土耳其人。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她和老板签

订了工作合同，合同上写明她“每周工作 ３５ 个小时”，工资是劳动法规

定的最低工资。 然而实际情况是，她每周工作 ６ 天，每天工作 １０ 个小

时，除去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实际工作时间为每天 ９ 个小时，每周的

工作时间为 ５４ 个小时，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 ３５ 小时，是法定时间的

１􀆰 ５ 倍还多；超出的时间被认为是“正常工作时间”，并不计入加班时

间，也没有加班费用。 黄女士介绍说，只有当劳动的时间超过“正常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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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比如周日的额外“赶货”才会计算额外的薪酬。 尽管我们见

过很多次，但是她很少抱怨做工方面的事情，我多问几次，她只说，“做
衣服都这样，换老板也没有用的”。

显然，黄女士的工资待遇与她的态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何理

解这一“隐忍”的态度呢？
剥削的类型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抗争以及劳动控制的机制。

比如，法国有学者在研究移民工人参加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ＣＧＴ）时
发现，西非移民不仅参加工会的比例很高，而且还积极参与工会组织的

各种运动，然而华人移民劳工中则存在一个该学者无法理解的“中国

谜团”：虽然有不少华人移民加入了工会，但是却并不积极参加罢工或

者游行活动等公开的集体性抗争（Ｊｏｕｎｉｎ， ２０１４）。 笔者认为，正是通过

上述对各种剥削现象的区分，我们才有可能拨开这一“谜团”周围的迷

雾：只有在发生“急性剥削”时，抗争才有可能公开化。 因此，加入工会

的华人主要是为了方便获得合法身份，而非为了公开地挑战常规的

“慢性剥削”。
所以，引起学者注意的华人移民劳工对老板、对“剥削”的反抗，大

多出于对欠薪这样的“急性剥削”的抗议。 很少有劳工是为了反抗日

常的、隐蔽的“慢性剥削”而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 即使他们谈及自己

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也只是通过偶尔的抱怨等“弱者的武器”的形

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这一通抱怨经常是以同一声感叹作为结论：
“谁叫我没本事呢！”他们觉得造成自己不利现状的原因是个人性的而

非社会性、结构性的，换言之，他们认为与自身形影相随的、极其脆弱、
极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由个体的能力（学历、劳动技能等）决定

的，而不是因为社会不平等或者制度安排的缺陷造成的。
“急性剥削”与“慢性剥削”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形式，而是可以相互

转换的：按时支付薪酬构成了劳工群体对“慢性剥削”的忍耐的阈限，①

一旦工资被拖欠，“急性剥削”发生，之前被容忍的、隐蔽的“慢性剥削”
才会突显出来，进入讨论的领域。 一位网民在回复一个有争议性的话

题时所表达的观点正好佐证了这一点，“黑工们（无证劳工）先天的条

件不利，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经常都被别人肆意妄为，颐指气使的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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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怎么样欺负都可以，怎么样克扣工钱都可以，但就是不能不给，不
能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可以不给”。①

尽管如此，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华人移民仍然倾向于将矛盾消

解于内部（Ｇａｏ ＆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ａ），有时是劳资双方自行商量解决，有
时则需要双方都认可的中间人（个人或者组织）介入。 冲突时，各方行

动者都尽量避免引起公权力，比如劳动监察等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干涉。
如果冲突能在劳资双方之间解决，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结果。 如若不然，
冲突会进一步加剧，超出当事人的范围，进入公共讨论的空间（比如把

自己的遭遇放到互联网论坛上去），但在这个阶段，公共讨论依然仅限

于族群内部。 此时冲突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要么返回之前的层面，
在且仅在当事的劳资双方之间解决；要么就可能超出族群的边界，主动

寻求公权力的介入，而这一介入就意味着冲突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简言之，冲突发生时，移民劳工更倾向于在个体的层面上与老板解决劳

资纠纷，很少采取公开的集体性的行为。 而诉诸法律无疑是华人移民

劳工最后的选择。

五、工人主体性、认同与劳动控制的机制

为了理解华人移民劳工对剥削的隐忍，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外部的

限制性因素和内部的控制性机制。 外部的限制性因素包括：大部分的

华人劳工对自己的权利并不知情，既不懂劳动法，也不懂法国社会的运

作方式和逻辑；此外，如果是无证劳工，他们对公权力的介入和干涉十

分惧怕———警察或劳动监察部门通常被视为与非法移民劳工利益相悖

的行政机关，令他们避之不及。
如果说这些限制性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大大限制了移民劳工反抗

剥削的可能性，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解释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具有合

法身份的华人劳工，也很少对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提出异议。
为了理解这一沉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广泛存在于华人劳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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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引用文字中有部分格式问题系照录原文。



之中的一些机制安排。 我们以一位华人移民劳工在华人论坛上的控诉

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为契机，将这些机制安排揭示出来。

（一）“我被老板欺负了”
该华人移民劳工在华人街的论坛上发帖，讲述了自己和老板的冲

突（下文引用时称为帖 ２）：发帖人在工作之前已经如实告诉老板自己

没有居留、没有工作经验，老板同意让她去店里做工。 做了两三天之后

她才得知自己是没有工资的，她认为自己是去上班的，自然要有工资，
而老板认为她是来学习的，因此没有工资，发帖人感觉“被老板欺负

了”。 这个帖子在论坛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和争论。 帖子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发出，最后一条回复是 １２ 月 ２ 日，短短四天被查看 ９７９６ 次，
回复 １７４ 条。 由于第一条回复就采取了支持工人维权的态度，建议工

人先去向老板讨薪，由双方私下解决，如果此路不通的话就通过法律来

维权。① 这一对华人群体而言富有争议性的话题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应，接下来的大部分回复都是围绕着老板与工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

如何妥善地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劳资问题而展开的。
１２ 月 ２ 日，另一位华人移民有感于此事及其引起的争论，重新开

了一个帖子：“试工，学习做工，不支付，就是诈骗、剥削，不管有没有身

份”（帖 ３），标题直指“剥削”，引起关于以上话题的更为广泛、更为激

烈的争论，该帖被查看 ５４４７ 次，回复 １８８ 条。
１２ 月 ８ 日，在网上又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新帖子，发帖人以自身经

历举例，反对走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去告吧！ 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被

告”（帖 ４）。 该帖被查看 １９７８ 次，回复 ２７ 条。
这种公开讨论和辩论是我们采用个人深度访谈的方法做调查时所

无法观察到的。 以下摘录回复中具有典型性的几条。

我是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办这些事，大家都是中国人

（帖 ３ － ２２ 楼）
有时候、大家都不容易、都为了生活。 真的不必要搞得鱼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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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板付出千百倍的代价为止”。



破。 法律外还有人道，都是中国人大家更应该互相扶持。 （帖 ４ －
６ 楼）

遇到不良老板、黑工难道就只有告发的手段去维权吗？ 应该

想其他同胞，其实都一样的利益，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老板倒霉，但
因此被连累的其他工友？ 他们严重的被遣送，最轻的也得请律师

花钱，还要丢掉工作。 三思而后行！ （帖 ４ － ７ 楼）
我们大部分的华人都是从黑工一路走过来的，应该相互理解。

（帖 ４ － ２６ 楼）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风水轮流转　 山水有相逢（帖 ４ － ２１

楼）
渔人就是（法国）政府。 （帖 ４ － ２３ 楼）

（二）劳动过程理论的文献综述

劳动过程的研究滥觞于马克思，他在《资本论》里指出，资本家购

买的是一种抽象的劳动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发挥出来才能成为实际

的劳动（马克思，１９７２）。 资本主义生产追求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大

化，也就是让工人出卖的劳动力最大程度地转化为实际的劳动。 为此，
资本家就需要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的手上。

对布雷弗曼而言，资本主义的基本调整方式就是管理控制手段，逐
渐将构想活动集中到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工人被去技能化（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从而实现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 １９７４）。 然而，这一观点在

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引述的同时也受到很多的批评。 大多数的批评都集

中在“缺失的主体”（Ｏ􀆳Ｄｏｈｅｒｔｙ ＆ Ｗｉｌｌｍｏｔｔ， ２００１： ４５７）上，即布雷弗曼

忽略了工作场所中工人的主观经验（Ｅｚｚｙ， １９９７： ４２７）。
作为研究上的推进，一些学者详尽地描述了劳动过程以及工作场

所中的主体性（Ｓｔｏｒｅｙ， １９８５； 布若威，２００８ ／ １９７９），其中布若威的研究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通过“赶工游戏”的概念，他将工人自发的“甘愿”
（ｃｏｎｓｅｎｔ）这一主体性带入到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之中。 但是，布若威过

于强调工作场所中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工作之外的社会性因素，如族

群、肤色、性别和公民权等（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于是对主体性的社

会因素的关注成了后继研究者的共同策略（沈原、闻翔，２０１４）。 在这

些研究中，工人主体性大多被认为是静态的，很少被放到时间性的维度

里用一种动态的视角去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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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加速、工作领域和劳动方式渐趋多样

以及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国际移民劳工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一种多

样化的态势。 虽然研究的对象复杂且多样，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集

中在两个问题域上：首先，自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以来，用工经历了灵活

化（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劳动者则面临着不稳定化（ｐｒｅｃ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风险，
具体表现为非正式行业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 非规范用工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以及灵活就业（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ｏｒｋ）作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经济现

象出现，而在这些以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移民工人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Ｍｉｌｋｍａ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Ａｌｂｅｒ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Ｗｉｌｓｏｎ ＆ Ｅｂｅｒｔ，２０１３）。 其中，外籍家政工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０；
Ｐａｎｄｅ， ２０１８； Ｐａｕｌ ＆ Ｎｅｏ， ２０１８）和看护工群体（Ｍａｒｏｕｋｉｓ， ２０１７）等引

起了学界的关注。 由于其劳动场所常常是在家庭等私密的空间里，性
别、族群性和公民权等多重维度共同作用于这类工作。 其次，关注技术

对劳动者、工作条件及其劳动关系造成的影响，比如共享经济的繁盛对

传统的商业和劳动模式构成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去探讨共享

经济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条件（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 ２０１７； Ｈａｌｌ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ｕｎｉｓ， ２０１８）。

（三）“大家都是中国人”：挤压在多重认同下的阶级认同

移民工人的认同是复杂而多元的。 对华人移民而言，他们的认同

是由族群认同（中国人）、地域认同和阶级认同（是否自认为是工人）等
多重认同构成的。

如果对农民工而言，“老乡”这样的地缘关系影响了其劳动过程中

的管理和控制，那么对国际移民来说，这种“关系霸权” （Ｓｈｅｎ， ２００８）
的运作基础就从“老乡”置换到了族群。① 在法国的华人劳工群体中，
笔者就观察到了族群认同经常覆盖于阶级认同之上的现象。 上述那套

“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话语也经常被用来说服工人服从，减少冲突，降
低冲突的强度（如帖 ３ － ２２ 楼，帖 ４ － ６ 楼，帖 ４ － ７ 楼）。

由此，华人群内劳动市场中的劳资关系就经常被一种在国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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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拼奋斗的“族群团结”所掩盖。 而这一“族群团结”则是由一套族群

认同、利益共存的话语（“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帖 ４ － ７ 楼］）、新自由主

义下个人奋斗的话语，以及确立一个对立的“他者”即法国政府（“鹬蚌

相争渔人得利……渔人就是（法国）政府” ［帖 ４ － ２１，２３ 楼］）所支撑

的。 由此，基于族群而凝结的社会关系继续延续着“关系霸权”的劳动

控制模式。
与法国其他的少数族群相比，这一特点在华人群体中相当明显。

其他的移民如非洲移民到达法国后比较积极地参加工会组织和罢工游

行，西非几国的移民（特别是马里移民）更是移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
非洲移民虽然也同时存在族群认同、阶级认同的多重身份认同，但是并

不会因为存在族群认同就挤压阶级认同身份：“他们（马里无证劳工）
与他们的雇主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忠诚关系，但是却很少受到其他的忠

诚的影响，比如亲属、村落、族群性等”（Ｊｏｕｎｉｎ， ２０１４： １４６）。
笔者通过比较，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因素：华人群体形成了一个内

部劳动力市场，可以提供丰富的族群资源，特别是在工作领域，劳资关

系受到人际关系的较大影响，所以族群认同很强。 而非洲移民成为老

板的比例很低，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很有限。 比如，马里移民就主要集中

在雇工的类别之中，８８％是雇员或者工人，而移民的平均比例是 ６５％ 。
相应的，他们在手工艺人、商人和老板的职业类别中所占的比例则特别

低，只有 ３％ （Ｊｏｕｎｉｎ，２０１４： １４１ － １４２）。 因此，非洲移民更多是为白人

和其他族群的老板工作，并处于一种正式的支配关系中。 因而在工作

场合里，族群认同对劳资关系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就为第三方如法律和

工会的介入留下了空间（Ｊｏｕｎｉｎ，２０１４： １４７）。
移民工人首先是移民还是首先是工人？ 在此，我们通过对中国移

民劳工的多重认同的讨论，揭示了族群性及以其为基础而构成的社会

关系网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然而，如果把在法的华人劳工与国内的

移民工人即农民工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族群性———在国内人

口流动的语境下是籍贯，而在国际流动的语境下则是族群性———确实

对劳资关系产生了影响，但是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并不一致。 童根兴对

河北白沟箱包家户工厂的研究反映了老板对基于籍贯可能产生的工人

间的认同和团结的忌惮，“我跟我弟弟都是做包的，我一般去山东招

工，他会去河南，一般都交叉开”（童根兴，２００５：６８）。 根据既存的经验

性研究，闻翔和周潇明确提出应该考察中国语境下的籍贯对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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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工人也会主动利用族群形成彼此之间的认同，从
而成为团结起来的基础”（闻翔、周潇，２００７：３９）。 在组织权方面，依托

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同乡会这类自组织给农民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社会

支持，“在农民工的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提供工作

信息和就业机会、集体维权、人际交往及其各种各样的人际帮助，等
等”（陈建胜、刘志军，２０１０：１５０）。 此外，范璐璐在对嘉兴服装业进行

调查时，通过比较研究合作生产队和包工头管理队伍两种自组织模式，
发现了籍贯认同的复杂性，即根据生产组织模式的不同，其对劳动关系

的影响也不一定相同，“在合作生产队中，工人身份的认同会超越地缘

的认同……而在包工头管理的队伍中，地缘认同会超越阶级认同”（范
璐璐，２０１７：５５）。

如果对国内农民工而言，以地缘或者籍贯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

系网络发挥的更多是社会支持作用的话，那么对法国的华人劳工而言，
族群性的叙事方式则经常被用来消解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劳资矛

盾，这就致使“在法国的华人”这一族群认同经常覆盖于“移民劳工”这
一阶级认同之上。

（四）当老板的期待：时间性与工人叙事身份的隐匿

时间性（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é， 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概念来自欧陆哲学，着重强调

个人对时间的生命体验（ｖéｃｕ）。 卢曼（Ｌｕｈｍａｎｎ， １９７６）曾提出现代市

民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现实的时间化（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 利科

（Ｒｉｃｏｅｕｒ，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指出，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叙述性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é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只能在人类存在的时间维度中表达出来”。 丹尼尔·梅居

尔（Ｄａｎｉ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ｅ）则分析了在一个工业化社会内部社会时间与集体

节奏的多样性，并提出对未来的表征（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ｖｅｎｉｒ）是有阶

级性的（Ｍｅｒｃｕｒｅ， １９９５）。 这一理论线索启示我们：工人阶级是否作为

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群体而存在，其根本要素是对共同的过去与共

同的未来是如何认知的。
在大多数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中，工人与老板的位置是结构化的、相

对固定不变的。 无论是资本主义大工厂中的工人，还是建筑工地上的

农民工，抑或是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劳资双方的社会经济身份通常被预

设为固定不变的，工人鲜有可能通过打工在企业内部实现向上流动。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对中小型家庭企业的研究逐渐增多，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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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研究注意到了劳工与老板的身份转化的可能性：在广州的小制衣

工厂里，郑广怀等发现了农民工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努力工作、争当老板

的行动之间的巨大反差，从而提出“老板梦”构成了工人“同意”恶劣而

不稳定的工作的基础（郑广怀等，２０１５）。
如果说农民工的“老板梦”在中国还是少数现象的话，那么在法

国，华人移民劳工的“老板梦”则是普遍的认知。 有学者指出，雇工与

老板之间的边界是不断变动的（Ｍａ Ｍｕｎｇ， ２００９）。 雇工比较容易成为

老板，老板也经常因为经营不善再次成为雇工，这在华人移民群体中相

当常见，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山水有相逢” （帖 ４ － ２１ 楼）。 华人劳工

移民虽然没有高等技能，大多数也是雇工（占比 ５７％ ，远低于其他族群

和移民平均值），但是其社会身份转化的可能性更大，比其他族群的移

民劳工更容易成为老板（占比 １３％ ，远高于其他移民群体）。 因此，中
国移民工人的社会身份就很可能是暧昧不明的。

无论实际上有多少比例的工人能成为老板，对法国的华人移民劳

工而言，“当老板”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期待。 有一位受访者曾经这样向

笔者描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访谈时，他还是无证移

民，靠在街上贩卖一些小商品为生，但是当老板仍然是他对未来的

期待。
由于华人移民大多集中在中小型的家庭企业，这样的企业很少能

够提供上升的机会，因此就没有在企业内部实现向上流动的空间。 如

果华人移民劳工想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就必须通过跨企业的方式来

实现，即开办自己的企业，自己当老板。 因此，华人移民将自己当下的

工人身份视为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大多数工人打算以后自己当老板。
基于这个期待，他们将现在的生活境遇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视为暂时性

的，并没有强烈的改善的欲望。 老板和工人并不构成利益相悖的两个

阶级，而只是分处同一个职业生涯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今日的工人

将成为明日的老板，并有可能在新抵移民的身上复制同一套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与其他在法的移民工人群体不同，中国

工人对自身在未来“转化成老板”抱有很强的期待。 在他们的身份叙

述中，包含着一个相似的国际迁移的过去、一个勤劳吃苦的现在，而指

向一个离开目前所属的社会群体、最终加入老板这一社会群体的未来。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自觉并不明显，从而使主体性在叙事中隐匿了。
因此，在法的中国移民工人即使参加了工会，也并未作为一个阶级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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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本文认为，在移民工人对其阶级主体性的认知方面，时间性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 工人—老板身份的可转换性有助于维持这类“过度剥

削”的劳资关系的运转。

六、结论：抗争的可能性

法国对工人权利的保护和支持都相对发达，在这种结构条件下，当
劳资冲突发生时，华人移民群体为什么仍倾向于个体层面的“弱者的

反抗”而非集体性的、公开的抗争方式？ 为了理解这一矛盾，本文主要

使用定性方法，从华人移民劳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找工作的途径、劳
动条件以及华人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及特点等方面，进一步讨论了剥

削的两种类型，阐明了多重认同和时间性对阶级主体性的影响以及时

间性在劳动控制中的意义。
一方面，本文关注的是工人对“剥削”现象的主观性认知。 当然，

这样的研究视角并不是要否定剥削的实质性存在，恰恰相反，马克思意

义上的剥削一定是存在的。 本文旨在呈现剥削现象是如何隐藏在族群

团结等话语中，并最终影响工人主观感受的。
另一方面，本文在时间性的维度上拓展了以往研究对劳动控制的

讨论。 相似的国际移民的行为、共享的移民生活历程以及对未来生活

的期冀———贯穿于整个劳工移民过程中的时间性沟通了现在、过去与

未来，以对未来的期待重塑了现在的认知，并为过去的经历和经验赋予

了积极的意义。 因而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被消解，工人们所经历的恶

劣而不稳定的工作阶段似乎是通往社会阶级上升的必经之路，“大家

都是苦过来的”。
需要指出，这一假设不仅只适用于华人移民劳工，它也是一般意义

上许多雇主惯用的管理方式和控制手段。 在法国，一项针对建筑工地

中外国移民劳工的劳动社会学研究也同样发现了雇主对社会上升的策

略性使用，“我喜欢雇佣那些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能在企业里有所发

展的人……因为这样，社会冲突它就不存在了” （ Ｊｏｕｎｉｎ， ２０１０）。 因

此，在华人移民劳工群体中，即使存在抗争行为，也仅停留在个体层面，
是工人工资被拖欠之时的应激性反应，目的只是为了要求支付被拖欠

的薪水。 他们仍偏好以“隐藏的文本”来解决劳资纠纷。

７１１

专题研究 隐忍、认同与时间性



当然，不是所有的华人移民都愿意接受这套“慢性剥削”的机制。
不能接受这种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的移民劳工则用脚投票，一旦有机

会就离开这一族群劳动市场。 根据 Ｇ 街区居民和华人网民们的叙述，
笔者将这些人简单归纳为：留学生、台湾人、香港人以及“嫁法国人的

中国女人”。 这几类人群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完全局限在圈

子里，而是多多少少都与法国社会有着相对紧密的接触，对劳动法以及

劳工的权利有所了解。 他们更容易获知自己的权利，并且在自己的权

利受到侵犯时也更难以容忍，因此也更容易和他们的雇主起冲突。 最

重要的是，在时间性的维度上，他们并不共享类似的“黑着”的移民经

历，也更少以当老板作为未来的期待。 简而言之，只有法国华人移民的

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化，移民劳工对剥削的抗议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华人

内部的多样化才会挑战既有的群内市场潜规则和经济模式，而挑战带

来的异议和冲突恰恰能使得这一剥削模式凸显出来，从而才能使人们

意识到这个隐蔽的剥削模式的存在和对移民生活的影响，对于该模式

的公开讨论和分析也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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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４（２２）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Ｂ􀆰 ２０００，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 ２０１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４（２） ．

Ａｕｇｕｉｎ， Ｅｓｔｅｌｌｅ ２０１０， “Ｌｅ ｍａｒｃｈé ｄｅ ｌ􀆳ｅｍｐｌｏｉ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ｕｎ ｓｙｓｔè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ｕ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ｓｓｉｔｅ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 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Ｍｏｒｉｃｅ ＆ Ｓｗａｎｉｅ Ｐｏｔｏｔ （ ｅｄｓ􀆰 ）， Ｄｅ ｌ􀆳ｏｕｖｒｉｅｒ ｉｍｍｉｇｒé ａ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Ｌｅｓ 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 ２０１８， “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ｕ ｔａｘｉ􀆰 Ｌ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ｄｕ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 ｓｕｒ ｌｅ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ｅｔ ｄ􀆳ｅｍｐｌｏｉ ｄｅｓ ｃｈａｕｆｆｅｕｒｓ ｄｅ ｔａｘｉ􀆰 ” Ｌｅｓ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ｕ ＣＲＩＳＥＳ ＨＳ１８０１．

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 Ｍ􀆰 ２０１７，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ｂｅｌｇｅ ｐｏｕｒｒａｉｔ⁃ｉｌ ｓ􀆳ａｄａｐｔｅｒ ｆａｃｅ à ｕｎ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 ｃａｓ： Ｕｂｅｒ􀆰 （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Ｌｉèｇｅ， Ｌｉèｇｅ，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

Ｂａｒｒ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ｎｅ Ｂｏｒｙ， Ｌｕｃｉｅ Ｔｏｕｒｅｔｔｅ，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Ｃｈａｕｖｉｎ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Ｊｏｕｎｉｎ ２０１１， Ｏｎ ｂｏｓｓｅ
ｉｃｉ， ｏｎ ｒｅｓｔｅ ｉｃｉ ！： Ｌａ ｇｒèｖｅ ｄｅｓ ｓａｎｓ⁃ｐａｐｉｅｒｓ： Ｕｎｅ 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éｄｉｔ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Ｂａｒｒ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ｎｅ Ｂｏｒｙ，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Ｃｈａｕｖｉ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Ｊｏｕｎｉｎ ＆ Ｌｕｃｉｅ Ｔｏｕｒｅｔｔｅ ２０１４， “Ｌｅｓ ｇｒèｖｅｓ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 ”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Ｐｉｇｅｎｅｔ ＆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Ｔａｒｔａｋｏｗｓｋｙ
（ｅｄｓ􀆰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ｕｘ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Ｂｅａｕｄ，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Ｇｕｉｄｅ ｄｅ ｌ􀆳ｅｎｑｕêｔｅ ｄ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Ｐａｉｒ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Ｂｏｌｔａｎｓｋｉ， Ｌｕｃ ＆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Ｔｈéｖｅｎｏｔ １９９１， Ｄｅ ｌａ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 Ｈａｒｒｙ １９７４，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ｓｔｌｅ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６， “Ｇｕｅｓ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４）．
Ｃａｓｔｌｅ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 Ｇｏｄｕｌａ Ｋｏｓａｃｋ １９７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ｕ， Ｊｕａｎ ２０１４， “Ｈａｂｉｔｅｒ ｅｎｔｒ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é ｅｔ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é： ｌ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é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ｎ ｓｏｕ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ｂａｎｌｉｅｕｅ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 ”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 ｌ􀆳Ｕｒｍｉｓ １５ ｊｕｉｌｌｅｔ （ｈｔｔｐ： ／ ／ ｕｒｍｉｓ􀆰 ｒｅｖｕｅｓ􀆰 ｏｒｇ ／ １２６８） ．
Ｅｚｚｙ， 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９９７，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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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３） ．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８０， Ｐｏｗｅ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Ｇａｏ， Ｙｕｎ ＆ 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ａ， “ Ｌｅ ｔｒａｆｉｃ ｅｔ 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Ｇｅｎèｖ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 ２００５ｂ， “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ｆｏｒｍｅｓ ｄ􀆳ｅｓｃｌａｖａｇｅ ｐａｒｍｉ ｌ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ｒéｃｅｍｍｅｎｔ ａｒｒｉｖéｓ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Ｈｏｍｍｅ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５４．
Ｇｒａｎｏｔｉｅｒ，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７０， 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ｉｍｍｉｇｒéｓ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Ｈａｌｌ， Ｊ􀆰 Ｖ􀆰 ＆ Ａ􀆰 Ｂ􀆰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Ｕｂ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ＩＬ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３）．
Ｊｏｕｎｉ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２０１０， “Ｄｅｓ ｓａｎｓ⁃ｐａｐｉｅｒｓ ｌｏｃａｕｘ à ｌａ ｓｏｕｓ⁃ｔｒａ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ｉｒｅ ｄ􀆳ｕｎ

ｍéｔｉｅｒ ｄｕ ｂａｔｉｍｅｎｔ？： ｌｅ ｆｅｒｒａｉｌｌａｇｅ􀆰 ” Ｉｎ Ａｌａｉｎ Ｍｏｒｉｃｅ ＆ Ｓｗａｎｉｅ Ｐｏｔｏｔ （ ｅｄｓ􀆰 ）， Ｄｅ ｌ􀆳ｏｕｖｒｉｅｒ
ｉｍｍｉｇｒé ａ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Ｌｅｓ 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 ２０１４， “Ａｕｘ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ｄｅｓ ‘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Ｌｅｓ ｓｐéｃｉｆｉｃｉｔéｓ ｄ􀆳ｕｎ ｇｒｏｕｐｅ ａｕ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ｕ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ｉｓｔｅ􀆰 ” Ｒｅｖｕ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 ｄ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３０（１） ．

Ｋａｈｍａｎｎ， Ｍａｒｃｕｓ ２０１５，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４） ．

Ｌｕｈｍａｎｎ， Ｎｉｋｌａｓ １９７６，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ｇｉ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３（１） ．

Ｍａ Ｍｕｎｇ，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２００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Ｉｎ
Ｅｒｎｓｔ Ｓｐａａｎ， 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ｓ Ｈｉｌｌｍａｎｎ ＆ Ｔｏｎ ｖａｎ Ｎａｅｒｓｓｅｎ （ｅｄｓ􀆰 ），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０９， “ Ｌｅ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çａｎｔ ｅｔ ｌ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Ｒｅｖｕｅ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 ｄ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２５（１）．

Ｍａｒｏｕｋｉｓ， Ｔ􀆰 ２０１７，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ｓｔ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４（１４）．

Ｍｅｒｃｕｒｅ， Ｄａｎｉｅｌ １９９５， Ｌｅ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é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Ｌｉｎｄａ， Ａｄｉｎａ Ｂａｔｎｉｔｚｋｙ ＆ Ｓａｒａｈ Ｄｙｅｒ ２００７，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Ｌａｂ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ｔｅ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８３（１）．

——— ２００９，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
（１） ．

Ｍｉｌｋｍａｎ， Ｒｕｔｈ ２００６， Ｌ􀆰 Ａ􀆰 Ｓｔｏｒ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１，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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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
Ｍｏｒｉｃｅ， Ａｌａｉｎ ＆ Ｓｗａｎｉｅ Ｐｏｔｏｔ （ ｅｄｓ􀆰 ） ２０１０， Ｄｅ ｌ􀆳ｏｕｖｒｉｅｒ ｉｍｍｉｇｒé ａ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 ｓａｎｓ ｐａｐｉｅｒｓ： ｌｅｓ

é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Ｄｏｈｅｒｔｙ， Ｄａｍｉａｎ ＆ Ｈｕｇｈ Ｗｉｌｌｍｏｔｔ ２０１１， “ 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２） ．
Ｐａｎｄｅ， Ａ􀆰 ２０１８， “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２（３） ．
Ｐａｕｌ， Ａ􀆰 Ｍ􀆰 ＆ Ｐ􀆰 Ｎｅｏ ２０１８， “Ａｍ Ｉ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４（７） ．

Ｐｉｏｒ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７９，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ｃｏｅｕｒ， Ｐａｕｌ １９８５，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éｃｉｔ􀆰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 １９９０， Ｓｏｉ⁃ｍêｍｅ ｃｏｍｍｅ ｕｎ ａｕ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Ｓｃｏｔ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５，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０，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ｅｎ， Ｙｕａｎ ２００８， “Ｌ􀆳ｈéｇéｍｏｎｉｅ ｆｏｎｄé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ｎｓ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ｕ ｂａｔｉｍｅｎｔ􀆰 ” Ｉｎ Ｊｅａｎ⁃

Ｌｏｕｉｓ Ｒｏｃｃａ （ ｅｄ􀆰 ），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Ｓａｌｇｕｅｓ （ ｔｒａｎｓ􀆰 ），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ｖｕｅ ｐａｒ ｓ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ｕ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

Ｓｔｏｒｅｙ， Ｊｏｈｎ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
Ｔａｐｉａ， Ｍａｉｔｅ ＆ Ｌｏｗｅｌｌ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１３， “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５１（３）．

Ｔｒｉｐｉｅｒ， Ｍａｒｙｓｅ １９９０， Ｌ􀆳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ｌａｓｓｅ ｏｕｖｒｉèｒ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
Ｗｉｌｓｏｎ，Ｓ􀆰 ＆ Ｎ􀆰 Ｅｂｅｒｔ ２０１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３）．
Ｗｈｙｔ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ｏｏｔｅ １９５６，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ｏｕ， Ｍｉｎ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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